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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对持续性竞争优势均有重要作用，但现阶段尚缺少两者复合驱动持续性竞争优势内在机制的理论探索与证据。本文从机会开发视角切入，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对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模型，检验了速度型与品质型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双元领导风格的差异化权变作用。通过对我国新创科技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均正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且二者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呈互补效应；（2）速度型机会开发与品质型机会开发正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并均在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发现，跨界搜寻倾向于品质型机会开发模式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资源拼凑倾向于速度型机会开发模式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3）跨界搜寻影响两种机会开发模式过程中，变革型领导风格发挥了差异化调节作用，交易型领导风格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相反，资源拼凑影响两种机会开发模式过程中，交易型领导风格发挥了差异化调节作用，变革型领导风格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我国新创科技企业构筑持续性竞争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匹配性理论指导和针对性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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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Boundary-Spanning and Resource Bricolage on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Resource Arrange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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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resource bricola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at this stag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vidence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two driv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arrange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chanism model of the impact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resource patching on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verifi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speed type and quality type of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is impact proces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ial contingency role of dual leadership styl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test of sample data of China's new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resource bricolage both positively affect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o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re complementary; (2) Speed based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based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positively affect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both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resource bricolage affect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ound that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is more inclined to quality type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model to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resource bricolage is more inclined to speed type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model to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3) In the process of cross-border search influencing the two modes of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tyle has played a differential role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has played a negative role; On the contrary,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pooling affecting the two modes of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played a differential role in regulating, whil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tyle did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a match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targete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o buil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carry out target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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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双创战略的复合驱动下，大量科技型新创企业涌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然而，相比于成熟企业，新创科技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壁垒低、抵御环境波动能力弱、存活率低等问题层出不绝。根据戴尔联合IDC发布的《2021年中国小企业数字初始化指数2.0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新创企业平均生存年限只有1.8年，究其原因在于新创企业难以获取持续稳固的竞争优势[1]。为此，新创科技企业如何采取相应资源行动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成为亟待破解的命题。开放式创新背景下，跨界搜寻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思路。通过跨界搜寻，企业获取外部异质性资源，有助于摆脱资源局限、打破组织刚性、促进产品研发与推广活动[2]。但跨界搜寻的效用同时也取决于企业自身资源基础，新创科技企业只有有效对手头资源拼凑利用，才能将内外部资源有机融合，激发二者协同效应[3]。由此可见，在新创科技企业创业活动中，既离不开外部资源搜寻，也离不开内部资源异构。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单一考量跨界搜寻或资源拼凑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作用，鲜有将两者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
资源编排理论指出，只有将内外部资源组合、捆绑、有机融合才能催化转变为持续的竞争优势。资源本身作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前置条件，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构建、整合利用资源才能真正地挖掘资源潜力、催生竞争优势[4]。例如，王国红[5]等学者指出企业发展时刻处于创新资源要素与机会开发活动的动态匹配，机会开发行为逻辑深刻影响企业资源构建、整合与利用的编排过程，是导致创业结果差异的重要因素；Baker&Nelson[6]也指出组织突破固定思维解构、重组资源，有助于构建资源增量，而静态资源并不能自发地向创业结果转化，仍需要组织高效地构建、整合利用资源解决新问题或开发新机会。由此可见，机会开发行为是静态资源向创业结果转化的重要路径。遗憾的是，已有研究主要从能力建构视角开展研究，试图遵循“资源获取—能力构建—竞争优势”的逻辑主线来诠释其中的作用机理[7]，尚缺乏从机会开发视角揭示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对持续性竞争优势驱动作用的理论解释与证据。从悖论角度看，以速度和以品质为主导的机会开发模式对资源组织和市场运营的逻辑存在显著差异[8]，特别是新创科技企业面临“双重弱性”的资源约束，在机会开发过程中更是不得不面对产品开发速度和品质对组织资源的竞争型需求。这种竞争型需求对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资源编排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其影响机理尚待揭示。另外，资源编排理论同时强调了领导风格在资源构建、整合利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领导行为榜样力量既能激发团队成员创造力，还能有效联结外部新观念，在与下属互动中创建有序的资源框架体系[9]，影响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资源编排进程。因此，进一步挖掘领导风格权变因素，能够明晰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边界条件。
综上，本文拟从机会开发视角切入，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遵循“资源行为—机会开发—竞争优势”的逻辑构架，探索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对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讨论领导风格在上述路径中的权变作用，以期为我国新创科技企业构筑持续性竞争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活动提供匹配性理论指导和针对性实践启示。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1.1.1资源编排理论
Sirmon[4]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资源管理与资产编排融合研究，提出资源编排理论，并提出了“构建—整合—利用”的资源编排框架。相比资源基础理论从静态视角强调资源难以模仿与难以替代的价值，资源编排理论则从动态视角诠释了资源构建、整合与利用的全过程。资源构建阶段阐述了资源来源途径主要涵盖外部资源获取与内部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解释了企业丰富、稳定与驱动企业能力的动态过程；资源利用则在形成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资源调度、协同与配置进行机会开发，创造新价值、获取竞争优势。上述过程表明从资源到价值的催生路径与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密切关联[10]，其一，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与其内外部资源开发搜索高度关联，资源构建阶段关乎企业与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构建，资源整合利用过程则展现了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最终结果[11]；其二，资源编排过程具有协同性、权变性与动态性特点，其中协同性指资源构建方式间相互匹配、权变性指编排流程中与领导者的思维、风格相匹配、动态性则指资源编排过程持续循环[12]；其三，持续性竞争优势是企业利用资源领先竞争对手，并保持持续发展属性，其关键在于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的机会开发行为[1]。然而，以往文献大多从能力构建视角开展研究，缺乏从机会开发视角对企业如何构建、连接、整合利用资源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探索。
1.1.2悖论理论
悖论指相互矛盾而又彼此依存的一组元素在组织中持续共存，这一内涵映射出悖论两大突出特点：矛盾与依存[13]。矛盾强调悖论元素与生俱来的对立性冲突；依存则注重元素间难以割裂的联系。与道家阴阳哲学思想相一致，表征出对立力量的互动关联，协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整体，共同运作以提高综合的效率和创造力，总之，悖论元素彼此对立，但在整体中互相依存[14]。
Shane和Venkataraman[15]认为机会开发是对源自商机的产品或服务高效地生产运营，是一个投入大量资源创建生产、销售系统的动态过程，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针对市场中初现、闪现的产品需求，速度、品质与数量是企业将其实际开发落地的三大重要手段，但新创科技企业受“双重弱性”限制，不具备并行开发多种产品的资源基础，因而开发速度与品质成为新创科技企业实现机会价值转化、满足用户现实需求的主导手段。基于此，本文借助悖论理论和Shane和Venkataraman[15]对机会开发的定义，并考虑新创科技企业进行新兴市场领域的机会开发逻辑，将企业推出初始产品的机会开发模式划分为速度型机会开发与品质型机会开发。其中，速度型机会开发聚焦初始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注重识别市场机会到推出新产品的速度，强调初始产品推向市场的即时性；品质型机会开发聚焦推向市场初始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注重在识别市场机会的基础上研发高品质产品，在应对市场变化时具有一定的延时性。由此可见，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各有优势、互相依存，但新创科技企业资源有限，对速度型与品质型机会开发任何一方的资源倾斜可能都会加剧另一方资源稀缺感而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两者资源分配上的悖论态势，影响资源整合利用的过程与结果。
1.2研究假设
1.2.1跨界搜寻与持续性竞争优势
资源基础观指出异质性资源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资产，但仅靠内部已有资源难以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需要跨越组织边界搜寻外部资源对内部资源补充[16]。“跨界搜寻”的概念由Rosenkopf和Nerkar[17]率先提出，被界定为组织以发现创造价值为目的，跨越自身资源基础与组织边界所进行的异质性资源扫描、监测与获取。
跨界搜寻通过个体与组织层面对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产生影响。从个体层面看，个体通过跨界搜寻摄取外部资源扩展视野，能够跳出固有认知框架，增强挖掘资源潜力的敏捷性与能动性[18]，并且随着组织成员对外部资源的持续调用与内化，组织自身资源结构缺陷既得以填补、个体对某一资源领域也得到深层次研究。Acar[19]研究发现，当个体熟悉某一资源领域，搜寻并运用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组时（即高度认知搜寻变异），他们能够在该领域表现出创造力，有益于个体搭建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从组织层面看，Rosenkopf和Nerkar[17]研究表明企业跨越组织边界搜索将产生比组织边界内搜索更大的影响；Katila[20]研究发现旧行业外部资源对组织创新存在促进效应，同时外部资源的数量会强化这种促进效应。Phene[21]研究表明跨越地理或临近技术搜索外部资源能够催生突破式创新，有利于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综上，跨界搜寻作为外部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能够激发和驱动个体创造力与组织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跨界搜寻对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具有正向影响。
1.2.2资源拼凑与持续性竞争优势
新创科技企业由于受“双重弱性”的天然约束，频繁错失发展良机。此时，以资源集约型的价值创造方法，实现资源价值内生性增长的资源拼凑恰好为新创科技企业破解资源约束提供了一条有效思路[22]。
资源拼凑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产生作用：其一：突破固有惯例约束。“拼凑”一定意义上是突破传统资源利用方式认知，洞察资源要素间的多重组合方式。这种有意无意的突破与异构使适合组织的惯例得以保留、失败惯例得以摒弃，促进了组织制度与流程更新、激发了组织勇于创新的能动性与主动性[6]，有益于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其二：低成本搏取高收益。Stenholm和Renko[23]指出资源拼凑可以挖掘零散和冗余资源价值节约成本，并以创新为导向处理新问题和开发新机会，帮助企业获得客户和市场，从而提高企业生存率；Fisher[24]研究表明，科技企业通过对手头资源“足智多谋”的运用，能够实现目标资源的“从无到有”，以低成本创造高价值；Senyard和Davidsson[25]研究指出资源拼凑注重创新性及节约成本，有助于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综上，资源拼凑作为构建资源增量的重要方式，既能帮助企业摆脱单一资源路径依赖，又能以低成本获取意料之外的成绩，从而有益于新创科技企业获取持续稳固的竞争优势。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资源拼凑对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具有正向影响。
1.2.3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的交互作用与持续性竞争优势
资源编排过程中，既需要搜寻外部资源，也需要异构内部资源[10]。因此，新创科技企业为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愈加需要主动地跨界搜寻外部资源、提升内部资源拼凑效率以激发二者协同作用。
具体来看，企业迫切所需的最优资源是内外部资源交融的结果[26]。为提升交融效果，资源编排动态过程中，企业既要搜寻组织边界外的异质性资源对内部资源池补充，也要对手头资源解读与重构拓展外部资源来源渠道[27]。因此，从效果逻辑上看，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在拓宽企业资源池、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上具有交互作用，将对持续性竞争优势产生影响。针对新创科技企业而言，由于资源禀赋束缚，尽管资源拼凑行为能发挥有限资源多类用途，但对有限资源禀赋也会产生一定消耗[28]，资源禀赋与资源拼凑“此消彼长”的关系使新创科技企业资源更为拮据。此时，企业势必加强跨界搜寻力度以汲取外部多样性资源，而外部异质性资源通常又是激励组织内部资源重构的关键触发因素，这为增强企业资源重构潜力、丰富手头资源实践经验与异构思路都大有裨益[29]，有益于增强资源拼凑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正向作用。但随着外部异质性资源大量涌入，可能破环原有资源体系稳定性，拥有较强资源拼凑能力能对外部资源进行有序地梳理与编排，加快资源体系专业化、精细化建设，继而促进外部异质性资源的共享与协作[27]，增强跨界搜寻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正向作用，即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具有互补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c：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对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呈互补效应。
1.2.4跨界搜寻、资源拼凑与速度型机会开发
作为外部资源的关键输入方式，跨界搜寻为企业提供了前沿信息、新奇资源，拓宽了企业视野，为速度型机会开发精准定位各方群体需求提供依据，从而可以减少返工[30]，提升速度型机会开发效果。同时在寻求外部资源过程中企业将拓展与客户、供应商、研究机构等的外部合作关系，通过建立“携手共赢”的双向信息共享机制，推动资源构建、整合与利用的资源编排过程，保障速度型机会开发的顺利开展[31]；而作为内部资源重组运用的手段，资源拼凑强调对既有资源挖掘、调用与异构。Lennerfors和Rehn[32]提出资源拼凑的三大核心概念：“突破资源束缚”、“将就利用”和“即兴而作”。其中，对手头资源“将就利用”既能充分识别已有资源的多重价值属性、发挥同质资源的异质性价值，又能节约寻求最优资源配置的时间成本，保证新创科技企业速度型机会开发的资源所需与时效所求；突破资源束缚则是强调打破现有环境、制度等限制，采用全新视角审视已有资源的价值所在，运用手头资源迅速地实现既定目标[33]；“即兴创作”与前两个概念相互交融，指创业者在凑合利用手头资源、突破资源约束的过程中必须“即兴创造”，运用创新手段实现创业目标，这一过程有助于创业者迅速掌握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或应对新挑战，即体现了市场机会的时效价值，符合速度型机会开发对机会时效性的精准把控[34]。
值得一提，在资源编排过程中，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行为导向的差异可能导致对速度型机会开发效应的强弱差异。具体而言，速度型机会开发强调企业用更短时间先于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相比于费时地搜寻外部资源，手头资源是企业累积的“便宜零散资源”，将这部分闲置资源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既能创造新价值，为冗余资源找到“新出路”，又能节省搜寻“优质资源”的时间与经济成本[35]，即资源拼凑能同时满足了速度型机会开发的时间诉求与成果收益。因此推断资源拼凑对速度型机会开发更具促进效应。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均正向影响速度型机会开发，而资源拼凑的正向作用更强。
1.2.5跨界搜寻、资源拼凑与品质型机会开发
对品质型机会开发而言，企业通过资源拼凑将内部资源进行创新性、最大化整合利用，一方面完成内部资源与外部商业化机会有机对接，提升新产品开发的市场针对性；另一方面通过破除现有规则约束，寻求挖掘手头资源的异质性用途，识别新产品领域，创建新不平衡的需求，继而保障品质型机会开发的顺利开展[36]。而跨界搜寻对丰富资源池、启发新见解、进军蓝海市场等也大有帮助[7]。跨界搜寻对外部异质性资源深度挖掘，首先，在组织组合其他技术时降低整合失败率、增强深层次搜寻信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资源所熟悉且符合企业所需时，可以实现更快、更准的搜寻[37]，以满足机会开发资源所需，率先开展原始性的速度型机会开发。其次，对隐性资源的搜寻与吸收，提升资源识别效率、增强了研发高品质产品可能性[26]，符合旨在持续提升产品或服务品质的品质型机会开发的要求。同理，研究推测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对品质型机会开发的效应强度存有显著差异。原因在于：跨界搜寻所取得的科学信息与异质性资源，多源于组织外部的竞争对手、领先用户与大学/科研院所等，相比于拼凑所得的资源组合更具内隐性、新奇性。从资源内隐性看，对这部分资源的正确理解与挖掘，更有助于企业成员积累新构想潜力、提升产品创新能力；从资源新奇性看，新奇资源的获取有助于拓宽组织自身资源基础范围，激发企业成员积淀的创新潜力，促进高品质产品开发[29]；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均正向影响品质型机会开发，而跨界搜寻的正向作用更强。
1.2.6机会开发与持续性竞争优势
资源的整合利用过程是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步，在获取资源后，创业者将面临如何整合利用资源，以充分发挥其价值[38]。速度型机会开发与品质型机会开发体现了创业者对所获资源进行整合利用的不同行为逻辑，二者在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速度型机会开发以快速推出初始产品作为资源整合利用的导向。新创科技企业对技术创新迫切需求，而市场地位相对弱势，其创新往往源于对产品或市场信息的敏锐察觉和迅速响应[39]。因此，在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新创科技企业持续地识别与开发新市场机会，在最可能获得市场接受的特定技术和设计上进行投资，更迅速地推出新产品占据市场份额[40]。速度型机会开发的资源编排方式注重快速调度、协作资源，强调企业先于竞争对手发布新产品、领先建立该领域标准，以此培养消费者忠诚度、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并降低产品研发成本，获取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41]。尤其在外部市场门槛下降、难以预测的情况下，精准监测市场需求，率先进入市场能够享有更大的品牌偏好、更少的营销成本，确保新创科技企业有限的资源流向生产技术、完善制造工艺，与优秀上下游的供应商和经销商签订长期合同摄入资源、抵御后入者威胁，进而有助于维持竞争优势[30]。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速度型机会开发正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

品质型机会开发以推出高品质产品为资源整合利用的导向，对资源整合利用的柔性更为青睐。品质型机会开发的资源编排方式注重资源取得的长期目标，在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以试错、试验的方式不断尝试资源整合利用方式，以达到开发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目的[42]。在品质型机会开发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其对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企业角度看，面对当前竞争激烈且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招”在于生产与推广同类企业难以模仿的高质产品。杨栩[43]等研究表明，企业遵循“质量时代”全要素创新价值观，以品质政策为约束、品质需求为战略宗旨，在协同研发技术与质量文化中尝试突破企业自我生命周期，满足消费者的高品质产品预期，有助于巩固持续性竞争优势；从客户角度看，即使面对同一产品，其品质预期也具有异质性，而品质型机会开发注重采用真正有效的技术把握不同层次消费者心里偏好，获取更多市场容量。实践表明，推出高品质产品的企业通常更有能力也更倾向于采用多种产品信号宣传其产品特征及创新特点，在为客户提供卓越价值与精良体验的同时，加强产品品质声誉建设，降低客户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为企业赢得产品溢价，以此取得长期利益[44]。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b：品质型机会开发正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
1.2.7机会开发的中介作用
资源编排理论指出静态资源需要整合利用才能真正地激活其内在价值。具体地说，资源编排过程中，通过跨界搜寻跳出固定认知框架、扩宽组织视野，能够为组织识别并开发新市场机会涉猎互补性信息、前瞻性资源；资源拼凑则是新创科技企业缓解机会开发过程中资源匮乏、追求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行为方式。二者“统筹兼顾”将为组织提供丰富的资源组合范式，从而给予新创科技企业机会开发所需的资源条件与前进动力[45]。同时，机会开发是新创科技企业实践决策逻辑的关键行为模式，是组织跨越市场准入壁垒、改善竞争格局的重要途径，尤其在竞争愈加激烈的环境下，速度型机会开发注重缩短产品开发的生命周期，帮助企业领先培养消费者忠诚度[46]；品质型机会开发的产品难模仿性可以有效阻止同类企业的模仿竞争，奠定企业长期获利潜能[47]。两种机会开发活动的顺利开展帮助新创科技企业站稳脚跟并顺利成长，维持企业所取得的竞争优势。因此，机会开发将在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过程中起到桥接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速度型机会开发在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H4b：品质型机会开发在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1.2.8双元领导风格的差异化调节效应
资源编排理论同时强调了领导者风格在资源编排过程中的作用。变革型与交易型领导是典型的双元领导风格，二者均能推动企业资源整合利用过程并影响机会开发活动的开展，但影响效应会因风格导向不同而存有一定差异[48]。
变革型领导以情感为导向，通过激发员工深层次需要挖掘员工的创新潜能。在以变革型领导风格为导向的资源编排方式下，领导通过展示个人魅力、描绘企业愿景、鼓励创新等[49]，激发组织成员潜力保障机会开发活动的顺利开展。具体而言，变革型领导通过激发组织成员智力、提供个性化关怀等方式激励员工，使组织成员感受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愿意付出更多额外努力[50]，跨界搜寻外部异质性资源恰是员工付出额外努力的重要方式。变革型领导在整合利用资源开展机会开发活动时，向员工描绘美好的未来愿景，激励员工打破现状，注重跨越组织边界学习并持续地储存、应用、检验与内化外部异质性资源，争取所得资源在产品研发中的最大化收益[51]。相反，资源拼凑以手头资源为基础，为完成短期目标而进行资源重组异构，与变革型领导所倡导的创新、吸收新思想相悖[6]，因此在变革思维的领导风格下，资源拼凑对机会开发的影响作用会被削弱，跨界搜寻的影响作用将增强。
交易型领导偏重以绩效与任务为导向，以论功行赏与依过处罚两种方式实现领导职能[52]。在以交易型领导风格为导向的资源编排方式下，组织成员更易形成组织认同感，助推组织成员将资源搜寻与资源组合活动纳入企业总体战略，激发组织成员的资源搜寻与拼凑能力，进而影响机会开发进程[53]。具体来看，交易型领导倾向于在企业内部营建紧迫、有效、渐进式的工作模式，以快速达成工作任务与争取高水平绩效[52]。在对所得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交易型领导热衷于在既有规章制度与惯例下追求高速度、高效率的生产模式，此时，资源拼凑注重通过巧妙配置手头资源的立即行动来完成任务目标，尤其对缺乏充裕时间与实力的新创科技企业而言，相比于耗时费力的搜寻外部资源来构建新颖昂贵的最优资源，拼凑无疑是推动新机遇开发—发展—再利用的最佳选择。此外，领导者采用论功行赏与依过处罚的手段使员工明确各自任务与薪酬，但随着交易型领导的频繁干预，绩效奖惩机制容易导致领导者与下属之间演变为商品交换关系，即下属将工作任务与组织目标视为获取奖励的手段，追求工作指标的速度而非质量。此种情形下，组织成员不愿“浪费”时间寻求外部合适资源，而是凑合运用手头资源完成任务。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变革型领导风格强化了跨界搜寻对速度型与品质型机会开发的促进效应。
H5b：变革型领导风格弱化了资源拼凑对速度型与品质型机会开发的促进效应。
H5c：交易型领导风格弱化了跨界搜寻对速度型与品质型机会开发的促进效应。
H5d：交易型领导风格强化了资源拼凑对速度型与品质型机会开发的促进效应。


图1 理论模型
Table1 Sample features
2.研究设计
2.1数据收集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并检验所提假设，2021年7月-11月通过现场访谈与互联网回访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65份，数据采集来自企业研发部门经理或分管技术领导者，在调研过程中秉承自愿性原则，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接触更多企业经理或领导，并向被调研者承诺问卷数据将绝对保密，以保证问卷回收率。调研企业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创科技企业，样本企业主要隶属于电子信息、IT运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行业。删除不符合条件和有明显错误的64份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01份，有效回收率为67%。样本特征如表1。
表1 样本特征
Table1 Sample features
	样本特征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样本特征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管理者特征
	组织特征

	性别
	男
	86
	42.70%
	行业类型
	电子信息
	64
	31.80%

	
	女
	115
	57.20%
	
	IT运营
	48
	23.90%

	年龄
	29岁及以下
	24
	11.90%
	
	新能源与新材料
	42
	21.10%

	
	30-40岁
	117
	58.20%
	
	其他
	47
	23.20%

	
	41-50岁
	50
	24.90%
	企业年龄
	3年以内
	96
	47.80%

	
	51岁及以上
	10
	5%
	
	4-8年
	105
	52.20%

	教育背景
	本科以下
	53
	26.40%
	企业规模
	0-50人
	114
	56.70%

	
	本科
	119
	59.20%
	
	51-100人
	28
	13.90%

	
	硕士
	24
	11.90%
	
	101-150人
	17
	8.50%

	
	博士
	5
	2.50%
	
	151人及以上
	42
	20.90%



2.2变量测量
首先，本研究测量所用题项均源于国内外权威文献成熟量表，以此保证信度与效度；再者，为减少英文量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采取双向回译的标准程序，从而确保其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听取3位创新创业管理领域专家对量表初稿的意见，根据建议进一步完善。并通过预调研和访谈，听取多名企业管理者及MBA学员意见对题项表述进一步优化与改进，形成所用量表的最终定稿。变量测度均采用Likert5级度量尺度，“1”表示“非常不认同”，“5”表示“非常认同”。文中所使用的测度量表情况如下：
跨界搜寻：借鉴罗瑾琏和芮正云[54]对跨界搜寻的测度，共设计4个题目，包括：“企业努力提高现有资源储备以适应当前需要”等。
资源拼凑：基于Senyard[25]的经典量表，用4个题项对资源拼凑进行测量，包括我们“能够利用现有资源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利用手头资源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等。
速度型机会开发，借鉴杨建君[55]对新产品开发速度的研究，用6个题项对速度型机会开发进行衡量，包括“开发的新产品项目进展快于我们的预期”、“开发的新产品项目快于企业内一般产品开发时间”等。
品质型机会开发，借鉴杨栩[43]对产品质量前沿的研究，用6个题项对品质型机会开发进行衡量，包括“您所在企业的产品市场多样化、功能齐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品质需求”、“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品质预期”、“所在企业产品品质的属性强，消费者购买欲望强烈”等。
变革型领导借鉴陈永霞和贾良定[56]基于中国情景开发的量表；交易型领导风格借鉴Waldmand[57]开发的量表，均用4个题项进行测度。
[bookmark: _Hlk113909985]持续性竞争优势，借鉴Wiggins和Ruefi[58]与彭灿[59]的研究，从“企业研发能力、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度”4个方面对持续性竞争优势进行测度。
控制变量，本文借梁阜[60]等学者的研究，选取管理者特征（性别、年龄、学历）以及组织层面特征（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为控制变量。
3.数据分析与回归结果
3.1模型拟合度检验
[bookmark: _Hlk113979041]运用SPSS24.0与AMOS.24.0检验各构念的区分效度。首先，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均高于0.8，信度良好。其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具备良好的区别效度；组合信度CR值均高于0.8；所有题目均来自因子载荷均高于0.7，具备良好的内容效度；AVE值均高于临界值0.5，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对比[61]，通过将七因子模型与单因子模型对比，发现单因子模型明显拟合度很差，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2 七因子模型与单因子模型拟合度对比
Table2 Comparison of seven-factor model and one-factor model
	模型
	c2/df
	RMSEA
	IFI
	TLI
	CFI

	七因子模型
	2.07
	0.073
	0.918
	0.905
	0.917

	跨界，资源，速度，品质，变革，交易，优势
	
	
	
	
	

	单因子模型
	5.604
	0.152
	0.622
	0.6592
	0.602

	跨界+资源+速度+品质+变革+交易+优势
	
	
	
	
	


[bookmark: _Hlk113979075]3.2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可见，各主要变量之间均具有一定相关性，且各相关系数值均小于AVE平方根。另外，在回归过程中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并检查方差膨胀系数检验，VIF均小于3，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偏差。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Table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primary variables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性别
	-
	
	
	
	
	
	
	
	
	
	
	

	年龄
	-.281**
	-
	
	
	
	
	
	
	
	
	
	

	学历
	-0.047
	-0.074
	-
	
	
	
	
	
	
	
	
	

	企业年龄
	-0.009
	0.114
	-0.101
	-
	
	
	
	
	
	
	
	

	企业规模
	-0.064
	0.022
	0.055
	0.411**
	-
	
	
	
	
	
	
	

	跨界搜寻
	-0.06
	-0.062
	0.148*
	-0.095
	0.003
	0.848
	
	
	
	
	
	

	资源拼凑
	-0.049
	-0.122
	0.062
	0.034
	0.088
	0.576**
	0.875
	
	
	
	
	

	速度型机会开发
	-0.133
	-0.003
	0.076
	-0.046
	0.037
	0.464**
	0.482**
	0.837
	
	
	
	

	品质型机会开发
	-0.094
	-0.009
	-0.003
	-0.039
	0.02
	0.595**
	0.512**
	0.681**
	0.772
	
	
	

	变革型领导
	-0.091
	-0.011
	0.065
	-0.115
	-0.082
	0.709**
	0.580**
	0.622**
	0.602**
	0.825
	
	

	交易型领导
	-0.053
	-0.095
	0.123
	-0.071
	0.052
	0.526**
	0.454**
	0.620**
	0.601**
	0.611**
	0.751
	

	持续性竞争优势
	-0.046
	-0.048
	-0.054
	0.033
	0.165*
	0.406**
	0.438**
	0.677**
	0.686**
	0.476**
	0.530**
	0.789

	均值
	1.720
	2.230
	1.900
	3.220
	2.110
	3.950
	3.626
	3.464
	3.734
	3.862
	3.607
	3.351

	标准差
	0.449
	0.719
	0.674
	0.912
	1.536
	0.612
	0.674
	0.660
	0.581
	0.581
	0.633
	0.636


N=201，***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对角线为AVE平方根。
[bookmark: _Hlk113979105]3.3回归分析
运用层级回归、Bootstrap方法检验上述所提假设。如表4、表5所示。
首先检验跨界搜寻、资源拼凑与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间的关系。模型1为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模型2-5依次加入跨界搜寻、资源拼凑，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交互项。可见，相比于模型1，模型2-5的解释力度明显增加，由全效应模型5跨界搜寻（β=0.328，p＜0.001）、资源拼凑（β=0.277，p＜0.01）、交互项（β=0.153，p＜0.05）正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假设H1a、H1b、H1c得到数据验证。同理，由模型6-8，得出速度型机会开发（β=0.641，p＜0.001）、品质型机会开发（β=0.187，p＜0.01）正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假设H3a与H3b得到数据验证。
表5中模型9是以速度型机会开发为因变量，模型10-12依次加入自变量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可见，相比于模型9，模型10-12解释力度明显增强，并由模型12得出资源拼凑（β=0.318，p＜0.001）对速度型机会开发的正向效应高于跨界搜寻（β=0.281，p＜0.01），同时进行差异性系数Z检验[62]，p=0.01，说明资源拼凑对速度型机会开发的正向效应显著高于跨界搜寻，假设H2a得到数据支持；同理，模型13-16是以品质型机会开发为因变量，模型14-16依次加入自变量跨界搜寻、资源拼凑，由模型16可以看出跨界搜寻（β=0.459，p＜0.001）对品质型机会开发的正向效应高于资源拼凑（β=0.255，p＜0.001），同时进行差异性系数Z检验，p=0.01，说明跨界搜寻对品质型机会开发的正向效应显著高于资源拼凑，假设H2b得到数据支持。
表4 跨界搜寻、资源拼凑与机会开发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分层回归结果
Table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resource bricolage, and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o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变量
	持续性竞争优势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变量
	
	
	
	
	
	
	
	

	性别
	-0.057
	-0.028
	-0.021
	-0.016
	-0.02
	0.05
	0.013
	0.05

	年龄
	-0.069
	-0.042
	-0.006
	-0.011
	-0.012
	-0.044
	-0.046
	-0.042

	学历
	-0.076
	-0.131*
	-0.096
	-0.122*
	-0.112*
	-0.122**
	-0.064
	-0.11**

	企业年龄
	-0.044
	-0.007
	-0.054
	-0.028
	-0.023
	0.002
	-0.008
	0.004

	企业规模
	0.185*
	0.173
	0.154
	0.157
	0.157**
	0.146**
	0.16**
	0.147

	自变量
	
	
	
	
	
	
	
	

	跨界搜寻
	
	0.42***
	
	0.256**
	0.328***
	
	
	

	资源拼凑
	
	
	0.431***
	0.284***
	0.277**
	
	
	

	跨界×资源
	
	
	
	
	0.153*
	
	
	

	中介变量
	
	
	
	
	
	
	
	

	速度型机会开发
	
	
	
	
	
	0.688***
	
	0.641***

	品质型机会开发
	
	
	
	
	
	
	0.684***
	0.187**

	R2
	0.039
	0.209
	0.219
	0.261
	0.264
	0.643
	0.5
	0.657

	调整后R2
	0.015
	0.185
	0.195
	0.234
	0.233
	0.632
	0.485
	0.644

	F值
	1.59
	8.542***
	9.056***
	9.734***
	8.612***
	58.307***
	32.389***
	52.769***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表5 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对机会开发的层级回归结果
Table5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resource bricolage on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变量
	速度型机会开发
	
	品质型机会开发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控制变量
	
	
	
	
	
	
	
	
	

	性别
	-0.136
	-0.104
	-0.096
	-0.094
	
	-0.103
	-0.06
	-0.06
	-0.049

	年龄
	-0.032
	-0.003
	0.038
	0.026
	
	-0.034
	0.004
	0.042
	0.032

	学历
	0.058
	-0.001
	0.036*
	0.011
	
	-0.018
	-0.096
	-0.042
	-0.089

	企业年龄
	-0.058
	-0.019
	-0.07
	-0.049
	
	-0.053
	0.003*
	-0.066
	-0.019

	企业规模
	0.05
	0.037*
	0.014
	0.016
	
	0.037*
	0.019
	-0.001
	0.005

	自变量
	
	
	
	
	
	
	
	
	

	跨界搜寻
	
	0.456***
	
	0.281***
	
	
	0.606***
	
	0.459***

	资源拼凑
	
	
	0.481***
	0.318***
	
	
	
	0.519***
	0.255***

	R2
	0.027
	0.228
	0.251
	0.302
	
	0.013
	0.367
	0.273
	0.409

	调整后R2
	0.002
	0.204
	0.228
	0.277
	
	-0.013
	0.347
	0.251
	0.387

	F值
	1.088
	9.524***
	10.844***
	11.93***
	
	0.505
	18.719***
	12.156***
	19.051***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利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两种机会开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跨界搜寻通过速度型机会开发、品质型机会开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中介效应分别为0.357{0.223，0.497}、0.427{0.472，0.878}；资源拼凑通过速度型机会开发、品质型机会开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中介效应分别为0.343{0.225，0.494}、0.309{0.202，0.427}。假设H4a、H4b得到数据支持。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6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results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中介效应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上限
	下限

	跨界搜寻
	速度型机会开发
	持续性竞争优势
	0.357
	0.0673
	0.223
	0.497

	跨界搜寻
	品质型机会开发
	持续性竞争优势
	0.427
	0.103
	0.472
	0.878

	资源拼凑
	速度型机会开发
	持续性竞争优势
	0.343
	0.064
	0.225
	0.494

	资源拼凑
	品质型机会开发
	持续性竞争优势
	0.309
	0.058
	0.202
	0.427


接下来检验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交易型领导风格的调节效应。首先，对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交易型领导风格去中心化处理。表7中的交互项均为去中心化后的乘积。其次，建立模型17-20，由模型18与20可见，在跨界搜寻与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关系中，变革型领导风格正向调节跨界搜寻（r=0.347，p<0.05）与速度型机会开发的关系，负向调节跨界搜寻（r=-0.154，p<0.05）与品质型机会开发的关系；如图2中的（a）（b）所示，可以清晰看出变革型领导风格在跨界搜寻与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关系中发挥的差异化调节效应；而交易型领导风格均负向影响跨界搜寻与速度型机会开发（r=-0.334，p<0.05）、品质型机会开发（r=-0.166，p<0.05）之间的关系，如图2中的（c）（d）所示，可以清晰看出交易型领导风格在跨界搜寻与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关系中发挥的负向调节效应。假设H5a得到部分支持、H5c得到数据支持。同理，由模型18和20可见，在资源拼凑与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关系中，变革型领导风格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而交易型领导风格（r=0.237，p<0.05）正向调节资源拼凑与速度型机会开发的关系，图（e）可以清晰看出调节效应关系，假设5b未得到数据支持，H5d得到部分支持。
表7 调节效应结果检验
Table7 Adjustment effect result test
	变量
	速度型机会开发
	
	品质型机会开发

	控制变量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模型20

	性别
	-0.136*
	-0.07
	
	-0.161
	-0.04

	年龄
	-0.032
	0.027
	
	-0.12
	-0.033

	学历
	0.058
	-0.002
	
	0.104
	-0.033

	企业年龄
	-0.058
	-0.013
	
	-0.076
	-0.044

	企业规模
	0.05
	0.035
	
	0.056
	0.05

	自变量
	
	
	
	
	

	跨界搜寻
	
	-0.055
	
	
	-0.069

	资源拼凑
	
	0.146**
	
	
	0.017

	变革型领导风格
	
	0.299**
	
	
	0.618***

	交易型领导风格
	
	0.432***
	
	
	0.29**

	跨界×变革
	
	0.347*
	
	
	-0.154*

	资源×变革
	
	-0.207
	
	
	0.122

	跨界×交易
	
	-0.334*
	
	
	-0.166*

	资源×交易
	
	0.237*
	
	
	0.096

	R2
	0.027
	0.511
	
	0.061
	0.797

	调整后R2
	0.002
	0.477
	
	0.014
	0.768

	F值
	1.088
	15.052***
	
	1.288
	27.738***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a）                                                    （b）
（c）                                                   （d）

（e）
图2 调节效应图
Figure2 Regulation effect diagram




4.结论启示
4.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对持续性竞争优势影响的机理模型，通过对我国新创科技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第一，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均正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且二者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呈互补效应。新创科技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窘境，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分别通过外部资源获取和内部资源异构两个资源构建途径创造资源增量、夯实资源基础，有效推动了企业资源整合利用过程，继而显著促进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
第二，跨界搜寻、资源拼凑对速度型与品质型机会开发均有正向影响，且两种机会开发模式在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持续性竞争优势过程中均发挥中介作用。但由于跨界搜寻、资源拼凑的资源构建逻辑存有差异，其中，跨界搜寻强调搜索外部互补性、前瞻型资源提升产品市场针对性和创新性；资源拼凑注重对手头资源异构快速地把握市场机会，因而跨界搜寻倾向通过品质型机会开发模式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而资源拼凑倾向通过速度型机会开发模式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
第三，跨界搜寻对两种机会开发影响过程中，变革型领导风格发挥了差异化调节效应，而交易型领导风格则均负向调节跨界搜寻与两种机会开发的关系。假设H5a得到部分支持，可能原因在于：尽管变革型领导鼓励创新，但是新创科技企业尚处于技术研发风险高的不利发展境遇中，所搜寻的外部资源、创意众多，在进行品质型机会开发时，前期需要付出一定的实验测试时间与经济成本，从而负向调节跨界搜寻与品质型机会开发间的关系[63]；在资源拼凑对两种机会开发影响过程中，交易型领导风格发挥了差异化调节效应，其中交易型领导风格正向调节资源拼凑与速度型机会开发的关系，而对资源拼凑与品质型机会开发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原因在于交易型领导风格偏重于绩效和任务导向，组织成员将领导授予的任务视为奖励手段，转移工作目标，渴望快速完成任务以满足领导者要求，而忽略了工作指标的质量，从而对品质型机会开发把控不足，导致这一不显著结果[64]；变革型领导对资源拼凑与速度型、品质型机会开发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假设H5b未得到支持，对于变革型领导风格在资源拼凑与两种机会开发间关系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如前文所述，变革型领导偏向激发创意、鼓励创新，因此，在此类风格领导者管理下，组织成员研发产品可能更为青睐于外部创新，引进外部异质性资源[9]，对手头闲置资源价值挖掘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了变革型领导风格在资源拼凑与两种机会开发模式间关系不显著结果。
4.2理论贡献
第一，拓展了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对持续性竞争优势的理论探讨。既有研究多单一考察跨界搜寻或资源拼凑对竞争优势的作用但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逻辑导向不同，在资源构建、整合与利用过程中，若单一强调外部资源或手头资源，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或核心刚性，难以发挥资源优势，因而企业在实际资源编排过程中不会孤立地采取单一资源行动。本文将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置于同一资源编排框架下，研究两者对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一方面弥补了以往文献将两者相对“剥离”或“独立”研究情景观的不足；另一方面深化了企业内外部资源行为协同联结对持续性竞争优势作用的理论研究。
第二，跳出能力建构视角解释竞争优势的窠臼，丰富了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前因探索。具体地，借助悖论理论，创新性地提出速度型与品质型两种机会开发模式，从行为视角出发，发现资源构建行为转化为持续性竞争优势的两条路径，即直接路径、通过两种机会开发模式的中介传导路径。拓展了悖论理论在机会开发领域的应用，为后续从行为视角研究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丰富启迪。
第三，跟进了领导者风格研究。以双元领导风格（变革型与交易型领导风格）为调节变量，解析了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权变条件，深化了对持续性竞争优势获取效应因素认识，拓新了领导风格领域的研究思路。
4.3管理启示
第一，新创科技企业需要构建“内外兼修”的资源编排机制。在搜寻利用外部资源方面，构建涵盖“时兴-前沿-外延”资源的数智化信息扫描系统，提升对市场新需求、技术新发展、跨界融合新机遇等异质性资源的获取效率，另外通过加入产业技术联盟、专业协会和参加行业会议等方式搜寻整合创新网络中的异质性资源；在整合利用资源方面，需要转变资源使用思维，实现从重视有价值的资源到激发所有资源价值的转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组织学习机制、创新使用资源激励机制和相应的容错机制，营造宽松的创新性组织文化，促进对现有资源价值的优化开发和利用；最后，为克服单一资源构建的路径依赖，企业需要对现有资源用途与分类进行梳理编排，通过“联系与发展”、“资源巧配”等模式的融合运作，最大限度地激发跨界搜寻和资源拼凑的协同效应。
第二，机会开发在新创科技企业建构资源实现持续性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有针对性地匹配资源建构与机会开发活动是企业构筑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方面，速度型机会开发有助于建立先发优势，企业通过实施最小化可行产品等快速迭代开发模式，创造性地发掘手头闲置资源潜力，在不断解构与组合资源的行动学习和经验学习中，将“干”与“思”融合贯通，促进产品快速投向目标市场；另一方面，品质型机会开有助于企业构筑技术壁垒，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拼凑活动已很难满足此类高品质机会开发的需求，企业需要加强对外部技术、市场等互补性资源的搜寻力度，通过合作创新、共享使用等方式，提升机会开发品质，进而取得持续稳定的竞争优势。
第三，企业管理者应注重培养多元领导思维，根据不同机会开发情景择取适合的领导策略。一方面，鼓励打破常规、注重改革创新的变革型领导，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利用外部资源加快机会开发速度的进程；另一方面，奖惩分明、追求绩效的交易型领导，则会对企业重组异构手头资源提升机会开发品质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除此之外，维持包容宽松的组织氛围、择取持续稳定的领导策略，能够有效促进机会的高品质开发，从而取得持续稳固的竞争优势。
4.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具有一定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研究改进：一是本研究数据为横截面数据，而企业成长与机会开发活动均是动态过程，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长时跟踪研究法、仿真模拟等方法进一步佐证研究结论；二是研究将跨界搜寻与资源拼凑进行了单维度处理，未将搜寻的外部资源类型以及内部资源拼凑方式进行细致划分，未来研究可以增加样本数据，更层次地挖掘各子维度间的作用差异或策略平衡问题，此外，还可以集中资源到优秀新创科技企业中开展案例调查，进行“小而精”的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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